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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政策工具视角，运用内容分析法和政策指数法，对我国31个省市自2009年以来颁布的311个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划及专门政策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发现，我国省域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总体完善度指数平均为76.3%，强度指数平均为37.3%，创新度指数的平均得分为5.4%；政策子工具的选择具有显著偏好，频率依次为环境类、供给类和需求类；政策总指数呈现东、中、西由高到底的阶梯状差异特征。并提出加强地方政府需求类政策、优化政策子工具使用结构以及提高政策创新度等相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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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instruments, this paper uses th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and the policy index method to conduct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311 planning and special policies for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issued by 31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since 2009.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overall of China's provincial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policies perfectness index is averaged 76.3%, and the intensity index is averaged 37.3% as well as the innovation index is averaged 5.4%; the choice of policy sub-tools had significant preference, and the frequency was environment, supply and demand; the general policy index shows the step-like differenc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ast, middle and west from high to low. It also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for strengthening local government demand policies, optimizing the use of policy sub-tools, and improving policy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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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自2010年10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正式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国家战略发布以来，各级地方政府在宏观政策的指导下，不断地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相关产业的规划，相继选择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出台了促进该产业发展的诸多政策文件。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取得阶段性进展，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8%左右，相关产业增加值增速超过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2倍以上。为继续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发展，2016年底，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重点提出“十三五”时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要把战略性新兴产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1]。因此，政策工具的使用仍然是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首要力量[2]。
虽然战略性新兴产业经历了“十二五”时期的快速发展，但是有学者指出地方政府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选择经验仍有不足，区域政策工具选择需要进一步的理论指导和评估诊断工具[3]。现有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研究大多流于经验性的定性描述和经验总结，规范深入的定量研究较为缺乏。目前定量研究的结果多关注行业选择等表面现象。[4]而对各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总体情况及区域差异缺乏深入细致的探究，因此本研究尝试从政策工具的视角，通过构建政策指数来对地方政府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工具选择进行统计评估，找出各省政策工具选择的总体情况与不足之处，以期为我国省域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完善提供实证支持。
2 文献综述
2009年首提“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以来，学界研究广泛。近十年来，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为便于梳理，本文将近年来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广泛探讨阶段、集中探讨阶段和深入探讨阶段。
2.1 广泛探讨阶段的政策研究
有学者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特征等方面出发来探讨政策导向。如李晓华等[5]将新兴产业的特征归纳为战略性、不确定性、正外部性、复杂性四个方面，并在分析了新兴产业发展环境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关新兴产业发展模式与政策导向的几条建议。也有学者从特定视角出发来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出谋划策。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朱瑞博[6]从技术经济范式的视角出发，运用技术革命四个阶段（爆发阶段-狂热阶段-协同阶段-成熟阶段）分析了日本、美国在某一阶段发展与衰退的原因，之后又分析现今技术发展新范式的趋势和要求，最后结合之前的分析提出了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取向。还有学者从某一具体的政策类型出发进行研究。如蒋震等[7]分析了税收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环节、生产运用环节的作用，并针对这两个环节提出了具体的税收政策建议。童汝根[8]则从财税政策出发对如何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人力资本投入提出了几条建议。
另外，有学者从如何发挥政策本身的作用方面进行探讨。如程新章等[9]基于对主流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两种不同政策体系的研究，提出了能力建构、选择性干预和政策协调三种政策选择。刘澄等[10]探讨了美国、日本、欧盟、韩国的产业政策，然后从政策制定的方向原则、实施力度、实施手段等方面提出了产业政策发挥积极作用的路径。这类研究并未提出具体的政策内容，而是对如何制定有效的政策提出了建议。还有一小部分学者从具体某一产业出发来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政策。如程郁等[11]以风能产业为例，选取丹麦、德国、英国、美国、荷兰五个风能大国，研究分析了各自风能产业发展历程以及政策支持经验，得出了“技术创新的突破并不必然带动新兴产业的兴起和繁荣，新兴产业不仅需要稳定、持续和保障有力的‘战略利基市场’，而且更需要有力的政治支持和广泛的社会认同”的结论。
综上，在广泛探讨阶段，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进行了研讨。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起步阶段，学者们大都是在理论上进行政策研究，也主要是宏观层面的探讨。
2.2 集中探讨阶段的政策研究
随着时间的演进，学者们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研究越来越集中，针对财政、税收、金融政策进行研究和探讨的文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尹小平等[12]通过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税收优惠政策的梳理，提出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应侧重税基式的税前优惠、实行流转税的退税优惠，允许企业自主选择研发支出税前处理方式。逄晓霞等[13]则从“退”、“减”、“增”三个角度阐述了新兴产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具体路径。虽然同样是税收政策研究，但柳光强等[14]提出了从区域税收优惠到产业税收优惠转变的设想。吴金光等[15]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在整体上，财税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值有很大影响；但在结构上呈现多样化，并不一定能够达到理想扶持效果”的结论。宗文龙等[16]从我国财税政策体系的不足入手，提出了财税政策设计的四项原则和建议，其中加大对科技型小微企业的财税扶持力度应当引起政策制定者的关注。
在这一阶段，学者们还对金融政策进行了集中分析。比如吕铁等[17]通过对当前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现状和问题进行分析，进而提出了创造新的盈亏平衡关系、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和风投市场、创新金融供给模式等建议。郭淑娟等[18]则更进一步，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问题，提出了知识产权质押的新型融资模式，并论证了我国实施这种模式的可行性。与前两者不同，刘洪昌等[19]探讨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同周期阶段的金融支持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议。
财税政策方面，主要研究了税收优惠政策的问题与改进方向、新兴产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具体路径、区域税收优惠到产业税收优惠转变、财税政策扶持效果评价、财税政策体系设计等，领域较集中，专业性较强。金融政策在这一阶段也同样是集中讨论的热点区域，如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现状和问题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同周期阶段的金融支持模式，乃至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问题都进行了详细阐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建议。
2.3 深入探讨阶段的政策研究
在深入探讨阶段，学者们的政策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1）不仅限于国家层面的政策研究，对于特定省市的政策研究不断涌现；（2）对已有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3）关注政策重构和政策框架体系的设计。
在地方政府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研究方面，董晓宇等[20]通过对黑龙江、湖北、湖南、江西、山东、海南、陕西、北京、新疆等9个省市的政府政策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构建政策体系在组织层次、自主创新意识、目标定位以及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具有典型。朱海玲等[21]从政策导向、政策协调、政策执行、政策评估四个维度对湖南省的政策支持现状进行了分析，并结合湖南省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和实际情况，提出了加强顶层设计、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优化配套政策、完善评估机制等多项措施。谢振芳[22]从要素禀赋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提出了“项目导向+能力导向”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实施建议。
在对已有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的文章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刘建民等[23]选取了我国28个省域1997-2010年间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的面板数据构建了空间计量模型，并得出了“对外开放度、劳动投入、企业投入、当地经济水平和交通完善度对高技术产业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政府投入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明显”的结论，最后根据此结论，提出了空间效应下运用财税政策促进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五条建议。胡赛全等[24]从政策工具体系的视角出发，对我国31个省市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文本中的关键词进行编码和量化分析，将我国新兴产业政策工具体系分为四类：战略规划类、组织保障类、具体措施类、政策支持类。孙蕊等[25]通过整理分析我国2010-2013年国家层面制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发现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具有主题集中、聚焦“创新”、目标规划过溢和需求型政策明显不足等特征。赵福军[26]搜集了34个国家9个行业共93个案例，并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将世界主要国家的运用财政政策的经验归纳为三个方面：注重多种财政工具的配套使用；注重与其他政策的配合；注重选择合适的财税政策工具。
在深入探讨阶段，既有政策已经得到了实施，许多学者发现了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有效性和实用性不足以及趋同性等问题，提出了有关政策重构方面的观点和建议。如李良成等[27]则构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三维分析框架，以期把握政策体系的规律特点，进而提高政策的实用性。闫俊周[4]通过收集东中西部6省市的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相关政策或文件，对其发展目标、重点产业选择等进行了统计，研究结果认为各省份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存在较高的趋同性。逯东等[28]基于不同地区的市场化程度，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得出结论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显著促进了国有企业创新。
综上所述，现有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研究以定性为主，定量研究较少。而且，定量研究的结果多倾向于认为各省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具有行业选择重复度较高等趋同性问题。其实我国各个省市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时，虽然有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必然更多的是面临着同类省市的竞争，重复和趋同可能只是表面现象，背后深层次的科学问题应该是各省林林总总出台的大量的政策工具选择，这方面的研究非常匮乏。
3 政策工具分类的理论基础与实证方法
3.1理论基础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_Toc502782032]政策工具是由政府及相关决策者使用的，用于实现政策改革目标的措施和手段，是“政府将政策意图转变为政策执行的中介环节”。[29]政策工具有不同层次和不同结构，但都存在着内在联系，整体构成政策工具系统。Ramesh（1995）将政策工具分为强制性、混合性和自愿性工具3类，[30]后续有学者将政策工具发展为4到8类，但却只有台湾学者丘昌泰(2005)的书中涉及到了组织保障类的政策工具。[31]综合来看，本研究依据Rothwell和Zegveld(1985)[32]提出的国际上较为通用的分类法，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工具分为3类：即供给类政策工具、需求类政策工具以及环境类政策工具。每类政策又具体包含了4个细分子工具（如表1所示），共计12种子工具。
表 1 政策工具分类及其子工具
	分类
	供给类政策
	需求类政策
	环境类政策

	政策子工具
	公共事业
	政府采购
	财务金融

	
	科技开发
	公共服务
	税收优惠

	
	教育与培训
	商务管制
	法规及管制

	
	信息服务
	海外机构
	政治性


3.2 样本选择及样本编码
本文通过以下步骤获得研究样本：首先从万方数据库中的法规检索系统中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政策”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其次从各省级政府官网中搜集相关政策文件，主要是2009年至2018年间的各省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划及专门政策。为保证样本的信度，仔细阅读并与相关专家讨论文本，剔除了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无关的文件，最终得到31个省的311个相关的政策文件。
如上文所述本研究将政策工具分为供给、需求和环境类三类。为保证内容分析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首先依据3类工具建立了由108个词汇组成的关键词库，之后发给三名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讨论。基于专家的意见，剔除了分歧较大的关键词，最终确定了81个关键词进入编码环节，其中供给工具类关键词14个，需求工具类关键词25个，环境工具关键词42个。之后以关键词为依据对政策文本内容进行频次统计。最后对在同一类工具下的关键词编码得分进行加总，得到每个省市在这3类政策工具的使用频次，并计算政策指数。
3.3 政策指数统计模型
政策指数是作为政策文本定量分析的一种尝试，旨在对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工具体系给予整体评价。[33]政策指数即可作为总指数使用，也可进行分指数计算，且总指数可由分指数合成。而相应的政策指数既可以在时间序列上对某一地区的政策指数按时间段进行纵向比较分析，也可以对不同地区在某一个时刻的政策措施体系进行横向对比研究。本文重点考察政策完善度、政策创新度和政策强度三个分指数。
其中政策完善度分指数主要测量该地区政策工具使用的多样化程度，即衡量使用政策工具尤其是否使用了全部12类子工具的情况。设政策措施集为W，W={各地方政策}，对应于表1所示的基本政策数据库，令各省市的集合为X，xi∈X，i=1，2，……，31，政策工具的集合为Y，yj∈Y，j=1，2，3，分别代表供给、需求、环境三类政策工具，每类政策工具下面各有四项子工具，令各省市第j类政策工具第k个政策子工具的使用频次集合为Z，zi，j，k∈Z，k=1，2，3，4。各省市第j类政策工具第k个政策子工具的政策内容集合为W，wi，j，k，l∈A， l=1，2，……，m。
设政策工具政策完善度分指数为P，则政策分指数的完善度为Pi，j：


政策强度分指数主要衡量各工具的使用频次，在文本中同一工具出现的频次越高，即认该工具使用的频次越高，进而政策强度越高。因此设政策强度分指数为S，Zi,j,k表示地区i使用了第j类政策工具的子工具k的频次，令bk等于31个省中表示使用第j类政策工具的子工具k的频次最高的数值。则政策分指数的平均强度为Si,j:

设分指数政策的创新度为C，则政策分指数的创新度为ci，j:

其中：

设地区i的政策指数为xi，则：

4  统计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2所示，31个省的政策样本中总计使用十二种政策工具1581次，平均每个省使用51次政策工具。其中，使用最多的是环境类工具占46%，共计使用727次；其次是供给类工具636次，占40%；而需求类政策工具使用得最少，占14%，共计使用了218次。
表 2 政策指数描述性统计
	
	N
	Minimum
	Maximum
	Sum
	Mean

	Sum
	31
	19
	153
	1581
	51

	供给类工具
	31
	7
	61
	636
	20.51

	需求类工具
	31
	0
	18
	218
	7.03

	环境类工具
	31
	3
	79
	727
	23.45


在具体的子工具使用方面，有四个政策子工具使用最为频繁，总次数均超过了200次，遥遥领先其他工具。分别是环境类的财务金融（Financial）政策工具（289次，平均每个省使用9次以上），其次是供给类的教育培训（Education）政策工具（229次，平均每个省使用7次以上），排名第三第四的是供给类的公共事业（Public Enterprise）政策工具（214次，平均每个省使用6.9次），环境类的政治性（Political）政策工具（210次，平均每个省使用6.7次）。
使用最少的三个政策工具都是需求类的，分别是商务管制（Commercial）政策子工具（15次，平均每个省使用0.48次），政府采购（Procurement）政策子工具（38次，平均每个省使用1.26次）以及公共服务（Public Services）政策子工具（76次，2.45次）。需求类工具中使用最频繁的海外机构（Overseas Agents）也才仅有89次。
虽然环境类工具和供给类工具的使用较为频繁，但在具体工具的选择上还是有不平衡性。如环境类最少使用的子工具税收优惠（Taxation）仅79次，平均每个省使用2.55次，与最多使用的财务金融政策相差近3.5倍；供给类使用最少的政策子工具信息服务（Information）近83次，平均每个省使用2.68次，与最多使用的教育培训类相差近3倍（如表3所示）。
表 3 各具体政策工具指数描述性统计
	
	N
	Minimum
	Maximum
	Sum
	Mean

	公共事业
	31
	1
	16
	214
	6.90

	科技开发
	31
	0
	20
	110
	3.55

	教育与培训
	31
	0
	20
	229
	7.39 

	信息服务
	31
	0
	8
	83
	2.68 

	政府采购
	31
	0
	6
	38
	1.26 

	公共服务
	31
	0
	11
	76
	2.45 

	商务管制
	31
	0
	5
	15
	0.48 

	海外机构
	31
	0
	8
	89
	2.87 

	财务金融
	31
	1
	22
	289
	9.32 

	税收优惠
	31
	0
	10
	79
	2.55 

	法规及管制
	31
	0
	24
	149
	4.81 

	政治性
	31
	1
	22
	210
	6.77 


4.2 政策完善度
政策完善度的平均值为76.3%。分类来看，供给、环境和需求三类政策工具的完善度指数分别为90.3%，86.3%及52.4%。从中可以看到供给和环境类政策工具的完善度接近1，说明绝大多数省份都选择了这两类政策工具。相比之下选择需求类政策工具的省份就少得多，为52.4%。事实上除西藏完全没有选择使用需求类政策工具以外，其他30个省几乎都全部使用了三类政策工具。
在具体政策子工具的选择上，绝大多数省份都选择了供给类和环境类的全部四种政策子工具，仅有少数几个省（湖北和海南）选择了全部四种需求类子工具（完善度系数接近1），如表4所示。具体的，对于供给类政策工具，所有31个省份都选择了公共事业政策工具；除重庆外，30个省都选择了教育培训政策子工具；除青海、西藏、云南和湖南四个省，27个省都选择了科技开发政策子工具；除山东等8个省外，23个省选择了信息服务政策子工具。
对于环境类政策工具，31个省全部使用了财务金融和政治两种政策子工具；除青海、新疆等五省外，26个省使用了法规管制子工具；税收优惠政策子工具没有被充分考虑，有12个省（40%的省）没有使用，仅19个省份使用。
被大大的低估和忽略的是需求类政策工具，仅海南和湖北两个省使用了所有四种需求类政策子工具。其中没有使用政府采购，公共服务和海外机构政策工具的省份分别为9个，11个和12个，占全部省份的30%-40%。最被忽略的政策工具是商务管制，仅有广东、浙江等6个省份采用了这种政策工具，也就是说有25个省完全忽略了商务管制政策工具的存在。
在上述数据的基础上计算完善度指数，完善度指数最高的是湖北省，达到100%。这意味着湖北省使用了全部十二种政策工具。其次是浙江、上海等6个省份，完善度为91.7%，具体分析发现，这些省份除了某种需求类政策工具（大部分是商务管制政策工具），使用了11种政策工具。完善度最低的省份是西藏和内蒙古，仅50%；其次是新疆和江西，仅58.3%。这说明即便是政策工具使用最不完善的省份，也至少使用过6到7种政策工具。
[bookmark: _Toc503026792]表4 政策完善度分指数（%）
	[bookmark: _Hlk502069297]省份
	分类完善度指数
	完善度指数

	
	供给类
	需求类
	环境类
	

	[bookmark: _Hlk502064360]浙江
	100
	75
	100
	91.7

	广东
	100
	50
	100
	83.3

	北京
	100
	50
	100
	83.3

	湖北
	100
	100
	100
	100

	海南
	100
	100
	75
	91.7

	河南
	100
	75
	100
	91.7

	贵州
	100
	75
	100
	91.7

	宁夏
	100
	50
	100
	83.3

	上海
	100
	75
	100
	91.7

	福建
	100
	75
	100
	91.7

	重庆
	75
	50
	100
	75

	天津
	100
	75
	75
	83.3

	广西
	100
	50
	100
	83.3

	河北
	100
	50
	100
	83.3

	陕西
	75
	75
	100
	83.3

	湖南
	75
	50
	100
	75

	甘肃
	100
	25
	100
	75

	江苏
	100
	50
	75
	75

	山东
	75
	25
	100
	66.7

	山西
	75
	75
	75
	75

	黑龙江
	100
	25
	100
	75

	[bookmark: _Hlk502064578]云南
	50
	75
	75
	66.7

	吉林
	100
	25
	75
	66.7

	四川
	75
	50
	75
	66.7

	青海
	75
	50
	75
	66.7

	新疆
	100
	25
	50
	58.3

	安徽
	100
	50
	50
	66.7

	辽宁
	100
	25
	75
	66.7

	江西
	75
	25
	75
	58.3

	西藏
	75
	0
	75
	50

	内蒙古
	75
	25
	50
	50


4.3 政策强度
相比完善度讨论有和无的问题，强度则讨论的是多与少的问题。政策强度的分析其本质还是频次分析而不是政策文本内容的分析，强度指数的确定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在同类的政策文本中，同种政策工具被多次重复的应用（强调）说明政策的力度比较大。从总强度指标的得分来看，平均值为37.3%。三类政策工具的政策强度指数的平均值分别为环境类44%，供给类42.9%，需求类24.9%。需求类政策工具的政策强度还是远小于前两者。
供给类政策工具强度指数得分最高的是重庆，最低为西藏，其中公共事业政策工具强度最高，均值为56.9%，其次为教育培训47%。科技开发和信息服务政策工具因为各有4个和7个省没有应用，所以强度为零，拉低了平均分。
环境类政策工具强度指数最高的是重庆，最低的分别是新疆和内蒙古，均为38.6%。其中财务金融政策工具强度均值高达64.5%，说明该政策工具应用频度很高很受政策制定者的偏爱。其次是政治政策工具均值46.1%，最小为税收优惠政策工具均值27.1%。
需求类政策工具政策强度指数分数没有拉开差距，最大仍为重庆，但是25%有22个省。这主要是由于很多省没有选择需求类政策工具的缘故，造成很多得分为零。通过分析具体政策工具后发现，海外机构政策工具均值为37.3%，是最受到重视的政策工具，其次是公共服务37%，政府采购16.9%相对应用较少，而最被忽略的政策工具是商务管制，均值仅为8.4%。
[bookmark: _Toc502782035]表 5 政策强度指数（%）
	[bookmark: _Hlk502075689]省份
	供给类子工具指数
	供给类指数
	需求类子工具指数
	需求类指数
	环境类子工具指数
	环境类指数
	强度指数

	
	公共事业
	科技开发
	教育培训
	信息服务
	
	政府采购
	公共服务
	商务管制
	海外机构
	
	财务金融
	税收优惠
	法规管制
	政治性
	
	

	[bookmark: _Hlk502064714]重庆
	47.2
	100
	0
	57.1
	51.1
	0
	0
	83.3
	44.4
	31.9
	39
	100
	19
	42.8
	50.2
	44.4

	广东
	39.3
	33.3
	66.7
	23.8
	40.8
	20
	20
	60
	20
	30
	30.7
	65.6
	75
	28.1
	49.9
	40.2

	浙江
	25.8
	68.9
	45.9
	42.2
	45.7
	46.2
	23.1
	34.6
	7.7
	27.9
	45.6
	29.9
	63.3
	43.6
	45.6
	39.7

	河南
	49.1
	37.5
	33.3
	71.4
	47.8
	28.6
	57.1
	0
	14.3
	25
	32.7
	39.4
	60
	52.5
	46.1
	39.7

	吉林
	47.2
	20
	33.3
	100
	50.1
	0
	0
	0
	100
	25
	87.3
	0
	66.7
	20
	43.5
	39.5

	山东
	83.9
	53.3
	17.8
	19
	43.5
	12.5
	12.5
	0
	75
	25
	67
	71.6
	36.4
	20.4
	48.8
	39.1

	北京
	47.2
	30
	40
	71.4
	47.1
	20
	0
	0
	80
	25
	44.6
	23.9
	54.5
	54.5
	44.4
	38.8

	安徽
	78.6
	20
	13.3
	85.7
	49.4
	20
	20
	0
	60
	25
	62.9
	20.2
	15.4
	69.2
	41.9
	38.8

	天津
	36.7
	13.3
	53.3
	85.7
	47.3
	30
	20
	0
	50
	25
	69.2
	20.2
	46.2
	40.4
	44
	38.8

	黑龙江
	88.1
	24
	10.7
	68.6
	47.8
	0
	100
	0
	0
	25
	98.2
	17.5
	13.3
	40
	42.3
	38.4

	江西
	78.6
	25
	33.3
	35.7
	43.2
	20
	40
	30
	20
	27.5
	59.5
	47.7
	0
	68.1
	43.8
	38.2

	上海
	44.9
	57.1
	38.1
	40.8
	45.2
	12.5
	43.8
	0
	43.8
	25
	75
	32.8
	25
	43.7
	44.1
	38.1

	河北
	44.9
	62.9
	38.1
	32.7
	44.6
	25
	0
	18.7
	62.5
	26.6
	100
	14.2
	32.4
	24.3
	42.7
	38

	宁夏
	68.4
	26.1
	52.2
	12.4
	39.8
	16.7
	0
	0
	83.3
	25
	44.6
	79.5
	30.3
	40.9
	48.8
	37.9

	贵州
	58.4
	22.9
	53.3
	32.7
	41.8
	27.8
	61.1
	8.3
	5.6
	25.7
	47.5
	50.8
	25.8
	58
	45.5
	37.7

	湖南
	85.8
	0
	48.5
	26
	40.1
	50
	50
	0
	0
	25
	40.9
	43.7
	66.7
	37.5
	47.2
	37.4

	甘肃
	35.5
	58.1
	51.6
	27.6
	43.2
	0
	100
	0
	0
	25
	97
	29.2
	14.8
	33.3
	43.6
	37.3

	青海
	61.1
	0
	66.7
	31.7
	39.9
	25
	75
	0
	0
	25
	58.5
	0
	100
	21.4
	45
	36.6

	新疆
	81.2
	12.9
	25.8
	64.5
	46.1
	0
	100
	0
	0
	25
	54.6
	0
	0
	100
	38.6
	36.6

	山西
	67.4
	85.7
	19
	0
	43
	50
	25
	0
	25
	25
	81.8
	0
	37.5
	46.9
	41.5
	36.5

	福建
	68.4
	17.4
	52.2
	24.8
	40.7
	20
	20
	0
	60
	25
	90.4
	34.5
	10.5
	39.5
	43.7
	36.5

	江苏
	20.5
	87
	58
	0
	41.4
	0
	63.6
	0
	36.4
	25
	81.8
	0
	57.1
	32.1
	42.8
	36.4

	广西
	46.2
	11.8
	70.6
	33.6
	40.6
	50
	50
	0
	0
	25
	66.7
	19.4
	37
	50
	43.3
	36.3

	海南
	83.9
	13.3
	44.4
	19
	40.2
	7.1
	35.7
	10.7
	50
	25.9
	90.9
	0
	51.9
	27.8
	42.6
	36.2

	湖北
	40.8
	7.4
	79
	31.7
	39.7
	27.3
	9.1
	13.6
	54.5
	26.1
	64.6
	20.7
	21.1
	63.1
	42.4
	36.1

	陕西
	13.1
	33.3
	100
	0
	36.6
	5.6
	55.6
	0
	38.9
	25
	67.7
	45.3
	27.6
	41.4
	45.5
	35.7

	辽宁
	50
	9.1
	78.8
	13
	37.7
	0
	100
	0
	0
	25
	61.4
	32.8
	0
	75
	42.3
	35

	四川
	49.7
	31.6
	70.2
	0
	37.9
	0
	55.6
	0
	44.4
	25
	54.6
	0
	50
	62.5
	41.8
	34.9

	内蒙古
	83.9
	53.3
	26.7
	0
	41
	0
	0
	0
	100
	25
	54.6
	0
	0
	100
	38.6
	34.9

	云南
	39.3
	0
	100
	0
	34.8
	10
	10
	0
	80
	25
	54.6
	0
	80
	40
	43.6
	34.5

	西藏
	100
	0
	36.4
	26
	40.6
	0
	0
	0
	0
	0
	74.4
	0
	90.9
	13.6
	44.7
	28.4


4.4 政策创新度
创新度讨论的是政策是否雷同的问题。如果从属于某种政策工具的关键词（或同类同义的关键词）仅在某一省的政策文本中出现，则认为该政策是具有创新性的。创新度指数的平均得分为5.4%，相对而言，供给类政策工具的创新程度较高（6.5%），其次为环境类政策工具（5.3%），需求类政策工具创新指数得分最低为4.4%，这恐怕是因为需求类政策工具应用较少，因此导致产生的创新性的政策内容也不多（如表6所示）。但政策创新度数值的单纯比较还是难以描述区域间政策创新程度的相对差异，因此为了更清晰的比较政策创新程度，我们计算了政策创新基准概率F，计算公式为：

其中，、、分别表示供给类政策出现次数、需求类政策出现次数和环境类政策出现次数，分子表示4类子工具的具体政策工具。其统计意义是，随机条件下任意省份使用任一类政策工具出现政策创新概率的基准情况。由此，将、、带入公式得出政策创新平均概率为3%。所以，政策创新度指数大于3%，说明其政策创新程度高于平均水平。从表6可知，创新度指数较高的有20个省市，占65%，表明我国各省市整体政策创新度较高，近三分之二省市的战略性产业政策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其中北京的政策创新度大幅度领先。
[bookmark: _Toc503026793]表6政策创新度指数（%）
	省份
	分类创新度分指数
	创新度指数

	
	供给类
	需求类
	环境类
	

	北京
	15
	20
	18.2
	17.7

	宁夏
	13.
	16.7
	3
	10.9

	浙江
	3.3
	23.1
	6.3
	10.9

	广东
	12.5
	20
	0
	10.8

	海南
	20
	7.1
	3.7
	10.3

	重庆
	10
	11.1
	9.5
	10.2

	西藏
	27.3
	0
	0
	9.1

	新疆
	16.1
	0
	11.1
	9.1

	云南
	25
	0
	0
	8.3

	湖南
	0
	0
	25
	8.3

	山东
	6.7
	0
	13.6
	6.8

	广西
	17.7
	0
	0
	5.9

	四川
	0
	11.1
	5.6
	5.6

	河南
	6.3
	0
	10
	5.4

	天津
	6.7
	0
	7.7
	4.8

	贵州
	0
	5.6
	6.5
	4

	陕西
	0
	11.1
	0
	3.7

	甘肃
	9.7
	0
	0
	3.2

	江苏
	0
	9.1
	0
	3.0

	江西
	0
	0
	9.1
	3.0

	河北
	0
	0
	8.1
	2.7

	湖北
	0
	0
	7.9
	2.6

	青海
	0
	0
	7.1
	2.4

	福建
	4.4
	0
	2.6
	2.3

	山西
	0
	0
	6.3
	2.1

	吉林
	5
	0
	0
	1.7

	辽宁
	4.6
	0
	0
	1.5

	上海
	0
	0
	4.2
	1.4

	黑龙江
	0
	0
	0
	0

	安徽
	0
	0
	0
	0

	内蒙古
	0
	0
	0
	0


4.5 政策总指数
综合政策完善度、政策创新度和政策强度三个分指数计算得出政策指数，表示政策环境的优越性，也体现出不同地方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工作的重视和支持程度。31省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政策指数如图1所示，按指数大小可将其划分为三类区域，分别是政策环境优越区域（政策指数区间为40%以上）、政策环境次优区域（政策指数区间为30%-40%）和政策环境薄弱区域（政策指数区间为30%以下）。这三类区域呈现明显的梯度差异，与东、中、西三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梯度差异基本吻合，按东、中、西区域划分的政策指数平均数从高到底分别为43.1%、39.7%、37.7%。东北区域的政策指数整体最低，为36%。理论上，不同的产业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介入。已有研究表明，政府必须根据当前发展阶段，选择相应政策工具，才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34]本研究也为该结论提供了证据支持。显然，东北地区要想实现振兴，仍需在政策工具选择上发力。
相比之下，东部地区在政策完善度和政策创新度方面的优势较大（如表7所示）。究其原因，东部地区经济发展长期处于我国前列，对产业发展政策工具的使用经验更加丰富，且要实现产业赶超，其产业政策的选择会更加困难，在没有先进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必须进行政策创新。[35]
表7 区域平均政策分指数
	区域
	政策完善度
	政策强度
	政策创新度

	东部
	84.17
	38.18
	7.07

	中部
	77.78
	37.78
	3.6

	西部
	70.83
	36.27
	6.03

	东北部
	69.47
	37.63
	1.07


在表7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创新度的平均值仅次于东部地区，差距较小。笔者认为，其中原因有两个方面。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滞后，尚处于“追赶阶段”，要想实现快速发展，一方面可以模仿先进省份在“追赶阶段”的政策选择经验，[36]而模仿的政策工具可能别的省份已经不再使用，是一种“模仿政策创新”；另一方面可以结合自身发展特点创新政策工具，产生了“原始政策创新”。这两方面的叠加，导致西部地区的平均政策创新度指数较高。
[image: ]
图1 全国31省市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指数
5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在搜集了我国31个省市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311个政策文本，通过引入政策指数，并从政策完善度、政策强度和创新度三个维度对各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工具的选择偏好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后发现，各省市在政策工具的使用上并不平衡。具体表现在，环境类政策工具是最受中国政策制定者青睐的政策工具，其次是供给类政策工具，而最受忽视的是需求类政策工具。子工具的使用也同样如此，供给类的四种政策子工具普遍使用较多；环境类四种政策子工具中除税收优惠外也都应用较多；需求类政策子工具整体上被忽视，高达21个省份没有使用该政策工具。政策指数呈现东、中、西、东北从高到底的阶梯状差异特征。
同时，与一些学者认为各省市政策创新度不高的结论相反[24]，本文的结论显示，除黑龙江、安徽和内蒙古三个省份完全没有在政策内容方面进行创新（创新度指数为零），其他省份均能够或多或少的结合自身发展基础和资源禀赋等条件在政策工具的具体使用上进行创新，而且超过一半的省市具有较高的政策创新度。在除了北京（17.7%），广东（10.9%），浙江（10.9%）等经济发达省份创新度指数得分较高外，宁夏（10.9%），新疆（9.1%）和西藏（9.1%）等西部欠发达省份创新度得分也很高，只是创新度区域差异较大。综上所述，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完善与发展：
（1）加强需求类政策力度，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工具生态。切实运用政府采购工具，保障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初创企业的产品流通，利用政府本身的经济资源打开新兴产业市场。加强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避免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过度干预，重在简化服务流程、压缩行政审批时间，进一步降低企业的制度性成本，给企业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同时，也要兼顾使用商务管制工具，正当使用政府权力强制性规范市场行为，要在满足目标群体需求的前提下，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采取政府预想的行动。[37]充分调动海外企业或科研机构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参与力度，鼓励海外企业和科研机构同国内合作，也要鼓励优秀企业主动“走出去”设立海外机构，加快推进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内外合作发展。
（2）加强政策评估，动态优化政策子工具使用结构。加强对本省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监管，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平台，对政策的实施过程进行评估，对无效或低效的政策子工具及时更改或完善。同时，也要防止在政策工具选择的过程中出现权力寻租的现象，防止官员私自通过政策工具掌握国家资源的“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寻租行为，加强对政策制定者的监督，通过制度方式对政府官员进行制约。
（3）结合区域发展现状，进一步提高政策创新度。对于政策创新度较低的地方政府，建议加强与其他省市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设计领域的学习和交流，在吸收解决其他省市优秀经验的基础上实现政策创新。同时建议鼓励与临省或发展情况相似省份组成政策共同体，推动区域科技政策合作制定，增强政策创新活力和智力基础。此外，在充分调研本省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鼓励优秀企业和产业从业者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政策创新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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